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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史视野下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
———第十届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论坛会议综述
＊
张智钰
(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第十届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论坛”围绕“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个案实践、区域文
献中的地方社会、民间文献与基层人群、制度运作与地方社会、海外文献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等五个相关问题，与会专家学者皆立足于具体文献进行了深入探讨，透过文本分析，提出理解文
献以及把握文字背后地方社会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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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进民间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由厦
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十届民
间历史文献研究论坛”于 2018 年 11 月 24 － 26 日
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山大学、江西师范大
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 50 余
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 46 篇。论坛依照主题演讲、
契约文书、海外文献、文献编纂、礼仪文献、家族文
献、地域社会、碑铭文献与地方档案等九个环节展
开，与会代表同时作为论文发表人与评议人，不仅
需要汇报在民间文献研究中的探索与思考，而且需
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行对话与交流。迄今，民间
历史文献论坛已举办满十届，作为一个学术交流的
平台，十年来国内外研究者通过该论坛展开交流互
动，推动了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与民间社会
研究。兹就本次论坛的核心议题研讨情况进行综
述，有欠缺与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个案实践
如何准确地解读文献，是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
面临的根本问题，而近年来民间文献大量被挖掘出
来，并整理出版。面对如此海量的民间文献，与会
的专家学者仍保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具体文献进
行仔细地文本分析，并讨论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整体
史关怀下来解读文献，从而更好地理解地方社会。
刘志伟向与会学者展示了自己的还乡经历，以
及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族谱、接触到的人与访谈得
到的信息，指出族谱编纂及其背后的村落社会结构
与生计模式的关系，以亲身实践强调在田野中阅读
族谱的方法及其重要意义。刘永华注意到清代传
世文献中长期为学界忽略的以“祀典”为书名的文
献，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祀典的内涵与起源、基本
内容、读者以及祀典文献与会典、方志等文献之间
的关系，最后对省级祀典文献编纂背后的历史脉络
进行了考察。马健雄长期在云南西南部中缅边境
山区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系统考察了该地社
会文化的关联性、整体性及其历史逻辑后，认为在
历史脉络中来理解中国的文化建构，是一个非常有
效的研究方向。因此，他将田野研究从拉祜族山村
延伸到整体上的西南边疆和东南亚社会，不断实践
着将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官方档案和地方碑刻、口
述历史等研究材料结合起来展开综合研究的途径
和方法。李力通过对东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
束石券”的来源与形制、文本的释文与断读、关键
字语的解释、结构与内容等方面的进一步考察，认
为该石券的名称应为“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
其性质是将此次制定的时间、地点、原委、参加人记
录在案并刻石立于公共场所，并判断“侍廷里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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僤”是“侍廷里”中 25 位里父老候选人自发组织起
来的民间私人组织，而官方应是持认可甚至支持态
度的。
文献的编纂是对历史材料进行选取与再加工
的过程。刁培俊基于整理欧阳修文集的经验，首先
认为底本最佳选择是南宋周必大刻本，以日本天理
图书馆藏本补配。其次，强调整理欧阳修作品需要
慎重考虑欧阳修所有存世文献的书写过程，被其自
己修改和被他人修改的过程，以及其不同时代的刊
刻和传布过程。李宗翰透过常棠于 1258 年所修的
《澉水志》探究宋代乡镇志编纂与其背后地方家族
的关系，常棠在志书的“传记”中遮掩常氏族人的
过失，而在“碑记”“诗咏”中收录大量常氏家族成
员的作品，根据对该志书的文本分析与常氏家族的
历史，该文认为常棠意在通过《澉水志》的编纂、印
刷与扩散提高其家族在士人网络中的声望。余清
良的关注焦点在于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志，他对各
志书的纂修、采访校订、捐资刊刻等三大类人员及
其具体身份进行计量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
其一，市镇志的编纂人员以地方生员为主; 其二，志
书编纂属私修性质，可归类为民间文献的范畴。作
者认为市镇志的编纂反映了文化话语权下移的趋
势，地方知识精英逐渐从各级官府手中接管本地以
修志为核心的文化话语权。
在科仪文献的研究方面。谢国兴近年来持续
关注福建九龙江下游与台湾等地的王爷信仰与科
仪文献，通过分析漳州市港尾镇与台湾南部西港庆
安宫两地的王府科仪，他判断从基本结构上两者系
出同一渊源，但在礼生的角色与王醮中的祀王或宴
王仪式方面有所差异。林振源对在浙南文成发现
的畲族道教科仪文献进行解读，这批文献最早抄录
于乾隆年间，通过对抄本捐赠者的访谈，作者了解
到抄本分为红事与白事两大类，而根据仪式性质红
事又可细分为文教、武教法事两大传统。通过进一
步分析，作者发现文成畲族道教传统与宋元新道法
的关联，同时也保留闾山、茅山等地方道法传统以
及释教的仪式内容。巫能昌以当代闽西道坛灵应
堂所藏三坛神像挂轴和科仪本请神簿为中心，结合
《道藏》等传世文献，梳理“三坛”在宋元以来道法
传统中的位置和流变，以及灵应堂法师神谱中赵侯
十三郎、临水夫人陈靖姑、五伤五郎和“天师”神崇
拜的历史，以期揭示法师传统神谱的形成机制，及
其所见道教与民间宗教之互动关系。祁刚以浙南
泰顺南部地区民间道坛祖传的请神簿册为基础文
献，梳理了道坛祖传历史以及在道士之间的知识联
系与道坛之间的知识传承，作者认为地方道教文献
的书写在固守教派传统的同时，也富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
二、区域文献中的地方社会
民间文献的解读需要立足于对地方整体史的
研究，反之亦然，民间文献包含的信息能够为理解
地方社会的运作机制提供帮助。本届论坛有十余
篇论文通过解读族谱、碑刻、地方志与地方档案等
区域文献研究地方社会。
在家族文献方面。梁洪生以民国三十五年所
修《疎溪吴氏宗谱》为依据，选取吴氏家族其中一
房，统计外出经商者及其生卒年份、婚配细节、卒葬
地、后裔分布等资料，结合在疎溪村的实地调查与
府县志书中乡试名录外省籍贯记录，作者提出“有
清江西填西南”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转移不是单向
的去而不返，而是来来往往。同时，作者还注意到
疎溪吴氏的吴悌与王艮的交往事迹。曾龙生探讨
唐代士族以行第原则建构的家族，首先他指出目前
唐代士族的研究，大部分以《新唐书·宰相世系
表》《元和姓纂》等所记载的士人世系为依据，认为
唐代士族都是绵延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房派众多
的世家大族，而作者根据参与排行的家族成员认为
大部分唐代士族开始建构的范围为曾祖或高祖以
下的世系成员，随着家族建构的延续，其家族建构
的范围将突破高祖。罗桂林以《全氏重修宗谱》为
中心，考察江西金溪县全氏家族的商业传统与节孝
文化的互动。2016 年重修的《全氏重修宗谱》为第
十一修，将民国三十七年第十次编纂的成果也收录
在内。明清时期全氏宗族生计模式日趋商业化，经
商在外“客殁”的几率大增，严重影响着留守家庭
的生存状况，作者认为孝子、节妇事迹的涌现既反
映了生计模式商业化与家庭结构商人化深入发展
的现实，也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既有的生计模式和
家庭结构。罗艳春以收录于民国二十六年《万载
田下周氏族谱》中的《义门录》为核心史料，该文献
最早完成于乾隆五十九年，之后迭有增补。据作者
判断，《义门录》或另有单行本，包括序、家训和联
文三大部分，其中以家训为主。作者首先梳理了周
继德家自明末从城区迁居乡村，经历战乱与灾荒，
之后经商致富，最终形成四世同堂、六世同居局面
的过程，继而指出周氏的家族历史，反映了明代后
期至清中期湘赣交边九岭山区开发与发展历程。
李仁渊注意到闽东浙南地区在十九世纪出现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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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畲谱，并判断畲谱是没有族谱传统的山区互婚群
体在修谱风潮下由自身或他人编修的族谱，因此，
他以光绪三十二年福安春云雷村《冯翊郡雷氏宗
谱》为核心，配合其他闽东浙南的畲谱，在比较中
观察山民修谱的意义。
在碑铭文献方面。马强指出《乌江流域民族
地区历代碑刻选辑》中的西南土司碑刻对研究西
南土司制度及其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首先，土司
碑刻纪事可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补充正史文献之
阙略; 其次，土司碑刻包含反映西南土司历史地理
问题的实证资料，有助于探讨西南民族地区政区的
早期状况、政区调整变迁、汉夷畛域纠纷及其解决
等问题。李斌结合田野所获《湖南公山》碑与清水
江流域的族谱，探究该流域移民路线及其生存策
略。《湖南公山》碑系湖南籍众人公买墓地所立碑
刻，此外还有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人士集中的葬地
五省坡。因此作者尤为关注清水江流域外来移民
迁徙与定居的历史，根据该地族谱记载，移民为适
应生存环境，往往采取改姓或改民族的策略，产生
苗化或汉化的现象。魏德毓从福州水部尚书庙的
碑刻资料出发，结合地方文献记载，分析万寿水部
尚书庙在清代发展的过程和仪式传统，探讨水部尚
书崇拜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在作者看来，万寿尚书
庙兼具官方和民间两种身份，一方面地方官员将其
纳入官方祀典并加以表彰，而另一方面当地里人、
商户以及远洋贸易的船户、水手都是水部尚书的崇
拜群体，因此水部尚书仪式既有官方的春秋祭，也
有民间色彩的神诞、绕境巡游和迎尚书仪式。黄瑜
根据都柳江中游地区一块立庙碑指出该地祭祀场
所的建筑形式经历了由坛向庙宇转变的过程，结合
作者对该地萨玛信仰与祭萨坛庙的考察，该文展现
了都柳江流域社会在清代中期以来发生的重大
变迁。
在地方档案利用方面。徐斌以湖北省档案馆
所藏的四宗民国湖案为例，讨论光绪年间樊口闸坝
之争事件后樊湖水域的社会状况，在对档案的解读
中，作者发现契约、家谱、碑刻等民间文献作为证据
频繁地出现在诉讼案中，认识到在水域世界中并非
只有制度性的力量在单向地起作用，“泽人”对于
制度体系的利用则是塑造湖区社会的另一关键原
因。作者认为自明初建立河泊所以来，历经数百年
的演变之后，民国时期的樊湖水域上在产权占有的
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宗族—同业甲宗族联合—全
湖宗族联合”的社会群体序列，樊口闸坝之争事件
应当理解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湖区群体对外来者的
排斥。梁勇对《巴县档案》中委员的资料进行梳
理，详细考察委员的职位、出身、薪水及委员的承充
过程，并讨论晚清官僚行政体系下的委员职责。该
文认为清政府通过在公局中设置委员，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候补官员的出路问题，也加强了国家
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李平亮以“吉安县商会档案”
和相关文献为基本史料，考察吉安县商会改选中的
派系之争，探讨战局、商局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揭示抗战期间商会的时代特征。根据作者对材料
的分析，抗战期间，“赣北沦陷”导致大量商号和工
厂迁入吉安，不仅给该地商业带来短暂的繁荣，并
且大量外地商人尤其是南昌籍商人的迁入，改变了
吉安县商会成员的地域格局，引发了商会改选中外
籍商人与本地商人之争。苟德仪关注明清各级衙
门中的承发房在州县行政中的作用，以《南部档
案》中 33 卷承发房参与的诉讼档案为主要史料，
涉及借贷、业产、婚姻、贸易、教育等诸多方面。根
据对承发房相关资料的分析，作者认为承发房参与
司法纠纷中，一是承发房职能的内在要求，二是承
发房隐瞒自办、乱散他房等弊，三是各房分工的不
明晰，进而可看出清代州县衙门的内部运作的灵
活，各房之间既有分工也有协作，很多案件都是多
个房合作完成。
对地方社会的理解，往往也需要借助地方精英
留下的关于本地知识的文献。吴晓美根据清代光
绪年间湖南洪江镇绅商欧阳钟的《洪江育婴小识》
与《洪江街市全境图》，展示了清代洪江街市的空
间构造与人群结构，通过对比《贺氏五修族谱》所
分析的贺氏宗谱私有空间资产的状况，她认为清代
的洪江是商业社会逐步形成的地方，地方土著大族
在社会事务中的角色不断被排除，一个由外来客商
主导的商人自治洪江被“制造”出来。
三、民间文献与基层人群
近年来，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日益成为学界关
注的重点，而民间文献本身便是在民间生产、流传
和使用的，因此，日常生活史与个人生命史的研究
往往也需要从民间文献的解读出发。
钱杭以三部江浙地区新中国建立后问世的族
谱为例，展现社会基层人群中的一批乡间识字人，
在“鼎革”时期，对传统文化怎么看、怎么做、怎么
想、怎么宣传、怎么应付上下左右? 据此，作者认为
“鼎革”之际的基层人群的生活是在变化中延续
着，但首先是在自己熟悉的、可控的范围内延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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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在这种延续中面对着从未经历过的变化。黄
尚军近年来在四川地区收集了诸多牌坊、墓碑等民
间石刻文献，在他看来，这些材料翔实地反映出 19
世纪中下层民众对农民运动的普遍态度和亲身观
察，具有较强的现场感和可信性，因此他结合族谱、
县志、正史等材料，考察普通民众在动乱时期的人
生经历，以及他们对社会动乱的应对和认知。
刘诗古持续关注鄱阳湖上的普通人以及他们
的日常生计模式和社会组织形态，该文的研究对象
是鄱阳湖上的渔民与船民，他们的生计方式具有很
大的流动性，难以被纳入国家的统治范畴，一直被
王朝视为秩序的威胁，因此，明清政府也试图在鄱
阳湖水域建立有效治理的秩序。作者根据洪迈的
《夷坚志》与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渔民纠纷档案以
及文集，爬梳出反映宋代以来鄱阳湖渔民与船户的
记载，并根据《西江视臬纪事》一书来看清代对江、
湖水域上渔船户的管理手段。陈瑶注意到湖南涟
水流域山区的煤矿矿工与水运船户之间的关系，她
从追溯白沙陈氏先祖必清公溺水成神的事迹与唱
太公仪式，发现靠近山区的窑上陈氏房支与涟水船
户陈氏之间的联系。结合地方文史方志、《湖南省
例成案》与白沙陈氏各房房谱，作者梳理了清代乾
隆年间湘中的山区矿产开发和外运过程以及其中
的经济利益与政府政策。首先白沙陈氏家族是一
个开放性的宗族，一些族人是以养子的身份加入宗
族，其次靠山挖矿的矿工与倚水运输的船户存在合
作的机制。董乾坤利用光绪七年至民国四年的系
列家庭账簿作为核心资料，探讨账簿的记录者胡廷
卿作为一名晚清生员的日常生计及其生活状态，作
者分析了胡廷卿作为生员、乡村医生以及中人、卖
字人、阴阳先生、礼生等不同身份的收入情况。温
海波通过对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识字文本所载
礼仪知识的存在状态及其演变，考察礼仪知识的传
播与乡民的接触和接受。首先他梳理了唐宋以来
“制礼以教民”从制度文本和实践推行两个层面日
趋落实礼下庶民的努力，并指出民众识字是礼仪下
乡的必要条件。其次，作者根据收集的明清乡曲塾
师所编杂字为中心，从文字普及的视角考察礼仪知
识在明清时代的制作改编与接受过程。
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口述资料往往能够提
供直接的认识，尤其是对当下的生活直观感受。张
勇以重庆地区为重点，在收集各类资料和从事实地
调查、口述访谈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阐述三线
移民在迁入地的文化适应及表现，以此来剖析三线
移民文化和三线厂矿的社会文化本质，并讨论不同
类型移民与迁入地的融合问题。作者根据口述资
料，指出大量三线移民由于环境、生存、生活等方面
的问题在迁入初期多有不适，而后逐渐在语言、饮
食、风俗习惯等方面与迁入地融合，但仍延续着迁
出地的文化习惯，其原因在于三线厂矿的社会和文
化本质。在作者看来，从社会角度，三线厂矿是一
种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 从文化角度，三
线厂矿是当代中国一种典型的文化孤岛。随着改
革开放之后内外诸因素的影响，三线移民及厂矿的
文化发生巨大的变迁，该地移民逐渐融入当地文化
中。朱忠飞将畲民以诉苦为主题的歌谣分为三种
情况，一是《高皇歌》对迁移苦难的记忆，二是畲民
在日常歌谣中对生存状态的不满，三是对新中国成
立前旧社会的控诉及新社会的向往。通过对诉苦
歌谣的分析，作者认为畲民通过对历史记忆中的
苦、对日常生活中的苦及族群话语下的苦难的讲
述，表达他们切身感受与情感体验，同时也是在宣
扬他们的族群属性与族群认同。
四、制度运作与地方社会
在地方社会的研究中，把握王朝的典章制度及
其实际运作过程尤为重要，在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
中，有多篇探讨制度运作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在王朝治理与地方行政方面。谢湜基于浙江
南田岛的相关史料分析清代有关海岛封禁与开禁
的讨论，该文首先梳理了明清时期王朝海岛政策的
演变过程，从明初迁弃海岛到清初沿海迁界，海岛
政策经历了强制徙民，厉行肃清，再到永远封禁的
转变，治理方式经历了民政撤离、军事管制、坚壁清
野的三个阶段。清代乾隆年间，关于封禁山、封禁
岛的开禁问题在垦荒裕国的政策导向中被带出，但
一直徘徊于开荒利弊和行政负担的辩论之间。随
着十九世纪鸦片战争的爆发与边疆危机的凸显，东
南海岛的迁弃问题再次上升到国家疆域安全层面
的宏大议题，而后同治、光绪年间筹办海防过程中
“先招民耕作以实其地”观念的渐入人心，海岛垦
复和人户管理重新被提上日程，并顺利实现。张宗
魁以福建云霄厅作为个案，探究清代云霄直隶厅设
立的社会背景，由于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与寇乱的
骚扰，明代福建地方官府批准云霄修筑城池并将漳
州府通判移驻其地，然而官府对地方的失控与依托
海上贸易导致地方宗族的崛起。经历明末清初的
动荡，云霄地方士绅家族的力量被削弱，王朝试图
赋予宗族一定权力来管控地方，但由于乾隆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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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沿海民间械斗与会党猖獗的双重压力下，清政
府采取设立直隶厅的方法来加强控制。
在卫所与军户制度方面。饶伟新以清代江西
赣州卫漕帮为例，首先重点指出清代漕运组织在漕
军身份来源与社会构成上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明中
叶以后的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漕军、屯军的逃绝，清
初政府在尚存的卫所漕运军户外，又将原先并不承
担漕运任务的卫所军户，甚至与卫所军户有关联的
同族原籍军户和同姓民户等都编入漕军之中; 另一
方面清代每条漕船的漕军，其编佥对象是军丁背后
的漕运军户家族，而且这些家族往往世代固定承担
这条漕船的运漕任务。同时该文考察了该卫漕运
军户的组织构成和地域分布特点，并分析漕运军丁
的编审勾佥与军役纠纷问题，探讨清代漕运组织的
内部构造及其运作的社会症结与社会后果。郑榕
对泉州府德化县屯田帖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分析其
中有关军屯的赋役制度问题，而后通过对明季管屯
武官形象的描摹、活动的分析观察管屯武官在屯田
管理中的作用。在明中叶以来屯田民田化的趋势
下，虽然明政府开展清屯运动，并颁布新的屯帖来
固定清屯效果，但总体上是在旧有框架下的修补，
而其间管屯武官及地方豪右将屯田据为己有，形成
地方利益集团，进而危及地方社会治理，同时该文
也指出明季军户、军屯制度不能应社会变迁而作出
变革，武官阶层的阻挠不容忽视。吴才茂重新解读
了清水江文书中的明“成化二年粟文海转批田地
合同”，首先他根据地方志判断合同中的永安乡所
在，明代属于湖广会同县永安乡，即今湖南省会同
县团河镇; 其次，他认为合同中所列田地是民田而
非屯田。并认为此合同背后的历史真相，是为了规
避军装供给，卫所军户、原籍军户、原籍州县、原籍
里甲人等通力合作，把卫所军户在原籍的田产合法
化处理的过程。
在赋役制度、乡村治理等方面。李春圆利用元
代泰定三年徽州祁门县十都谢氏家族的分户文书，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探讨元代户口登记、户色签划、
税役承当等的运作状况，并得出两点基本认识: 一
是元代徽州户籍册上的谢显叔户是一种纳税账户，
并且户在登记之初包含了多个家庭，官府以户作为
征管税役的对象而对户下具体的分配过程则不会
干预，在户籍登记完成之后，户下人口变动、家庭析
分等情况不反馈到户籍册上; 二是元代徽州金户、
弓手户的签派不是以整体的户为单元，而是以一定
量的秋苗税为准则，这就使得大户出现了兼色的情
况。李朝凯以 18 世纪台湾彰化县的乡约与保甲制
度为对象，通过对《岸里大社文书》的分析，认为乡
约与保甲至 18 世纪时成为台湾村庄社会权力结构
的重要角色，是地方官府与村庄番社之间的治理团
队，具有上传下达的行政司法功能，乡治组织自身
也具有劝处纠纷的社会自治机能。并且该文从村
庄社会的视角来观察，18 世纪方志中提到的乡保
甲头等人员，实质上在村庄社会运作时一名成员可
能都是一个群体团队。廖华生聚焦于清代婺源乡
村的讲约活动，首先梳理了明清婺源讲约活动的演
变，婺源的讲约活动始于明代嘉靖年间，主持者虽
有地方官与士绅，但并未成为常态，至清代则概由
官府负责，形成知县负责县城、教官于每年十月份
轮流四乡讲约的惯例，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学官讲
约常态化的趋势。其次，通过分析清代道光年间夏
炘的讲约实践与教官互揭案，指出清代婺源教官对
乡村讲约态度积极的原因: 第一，清代强化了教官
以宣讲教化百姓的职责; 第二，婺源有的学官对乡
村讲约分外重视; 第三，婺源乡村讲约能给学官带
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产权制度方面。曾伟通过解读萍乡煤矿产
业契约，发现萍乡煤矿的产权变革经历了从批山租
井的零星开采，到归并土井进行规模开采的过程，
然而在矿山产权交易过程中，萍乡煤矿试图借助地
方士绅的力量以获得产权，与地方社会发生密切的
互动。民间俗规制约了产权归属的清晰和产权收
益的完整，却在客观上加深了企业与地方社会的互
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地方社会中乡族集团的
合作。
五、海外文献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
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相应的学
术研究有待加强。历史上，华南人在海外建立为数
众多的华人社区，原乡社会文化传统在海外得到延
续与传承。因此，在海外华人世界，民间文献也在
被生产、使用和流通。本届论坛开设海外文献专
题，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展示相关文献研究的最新
情况，探讨海外文献的研究方法。
在海外华人跨国网络研究方面。郑振满通过
解读闽南祠庙中的碑铭文献，考察海外移民通过祠
庙与故乡建立的跨国网络，首先该文梳理了明清以
来国际网络的建构过程，明清之际、清代中期与晚
清民国时期，在东南亚各地的闽南人移民，始终保
持在原籍祠庙中的修建与仪式活动中的参与;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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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闽南人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同乡
同族关系，遍布东南亚的闽南人乡族组织，构成了
国际网络的基本载体; 海外移民参与原籍祠庙的修
建与仪式活动，强化了闽南侨乡的乡族自治，尤其
是晚清民国时期，海外移民逐渐获得侨乡事务的主
导权，并推进了侨乡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水海刚利
用新加坡白三春茶行的商业信函，剖析其战前日常
的商业运营活动，分析作为小微华商企业的经营策
略。通过白三春茶行的个案分析，水海刚对以往学
界 关 于 战 前 海 外 华 商 企 业 经 营 的 两 个 研 究 理
路———网络与国家提出新的理解，新加坡白三春茶
行的经营策略较为成功地融合了民族国家与华商
网络这两种在已有研究中视为对立的社会资源。
该文认为白三春茶行及为数众多的海外华人小商
号以自身的经营，巩固和强化了近代环中国海跨国
网络，两者并存共生，维持了华人经济在亚洲区域
内的重要地位。
在海外文献利用方面。程美宝展示了英国国
家海事博物馆藏的华南海盗“十五仔”的旗帜，并
描述在该博物馆中整理展品的过程，结合英国国家
档案馆的文献、当时出版的英文书籍与中文文献，
分析历史神话形成的过程，并讨论博物馆藏品作为
“民间文献”可以如何运用。黎俊忻根据五年来本
人在马来半岛的实地调查，结合新马本地学者、研
究机构在华侨文献搜集上的最新成果，梳理该地区
广府华侨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的历史文献的
搜集与保存情况，并对新马地区广东华侨资料库征
集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与新马本地组织脉络吻合
的广东人资料，可以全部征集; 第二，为新马华侨管
理政策、华侨社会整体性资料，需要考虑析出区分，
成为独立的资料集; 第三，大量报刊资料应该作析
出整理。郑莉从其在新加坡调查所得的道教文献
出发，考察新加坡兴化人道坛的文献传承与仪式活
动，探究海外兴化人的神明崇拜和仪式活动的特
点，并指出新加坡作为一个以闽粤移民为主体的城
市国家，源自华南各地的方言群之间的信仰体系和
仪式活动必然相互影响，因此，对新加坡及东南亚
华人社会的研究，应注重不同方言群的仪式传统及
其相互影响。
近年来，国内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都注重民间
文献的搜集，经过长期的努力，大量民间文献被挖
掘并整理出版，海量的民间文献也给学术研究提出
新的挑战，民间文献整理与解读的方法值得进一步
探讨。本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的与会学者皆立足
于所搜集到的具体文本，开展深度解读，并探究文
献所反映出的地方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历史事实。
同时，本届论坛也重视海外文献方面研究的成果，
拓宽民间文献的领域。最后，与会专家学者也对民
间文献研究未来的方向提出期望: 第一，民间文献
研究应注重不同文献之间的关联，回到文献系统的
讨论; 第二，民间文献研究应具备整体史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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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Folk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Perspective
of Overall History: A Ｒeview of the 10th Forum on
the Study of Folk Historical Documents
ZHANG Zhi-yu
(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10th Forum on the Study of Folk Historical Documents”focuses on five related issues: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case practice of folk historical philology，the local society in regional docu-
ments，folk documents and grass － roots groups，institutional operation and local society，and the cur-
rent sit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overseas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presented
at the forum were all based on the specific documents and have carried out in － depth discussion text a-
nalysis，put forward to understand the literature and grasp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ocal society behind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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